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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西经济管理思想比较探微

北京师范大学 王同勋  

古代希腊、罗马和我国周代，虽然分别处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国古代历史分期有各种不同的主张，本文从“西周封建论”之说），但它们在中西文化发展史上却处于同样的位置，都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古希腊、罗马，还是我国周代，都创造了人类光辉灿烂的文化，成为中西思想文化的发源地。同时，中西方都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他们对社会变革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包含着丰富的经济管理思想。因此，对它们进行分析比较，探索其异同之处，对管理思想的研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一）从对农业的管理看古代中西管理思想的特点

在古代中国，管理思想很早就出现了，例如在《尚书》、《周易》、《诗经》中，就有许多关于管理方面的论述，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兵、农等各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管理思想，呈现出历史上管理思想发展的高潮。与此同时，在古希腊、罗马，管理思想也开始萌芽并得到发展。苏格拉底把管理解释为区别于技术知识和经验的一种技能，古罗马的农学派分析了如何对农庄进行妥善的管理的原则。可见，在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罗马，管理思想的起源都很早，在对农业的管理上，有着许多异同和特点。

1．对农业及其管理的重视

我国周代的思想家们都很重视农业，强调指出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孔子认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孟子的重农思想主要体现在强调发展小农经济的重要性上。荀况在他的富国理论中，也把农业摆在首位，他说：“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荀子·富国》）。而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为了达到重农的目的，更提出了“农战”政策和“重本抑末”的主张。其它学派如农家、墨家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也都非常深刻，把农业和治国、治生紧密结合起来，一再强调应加强对农业的管理。

古希腊的色诺芬在《经济论》中，论证了重视农业的意义，指出：“农业是其它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它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亚里斯多德曾经把组成国家的各类人等，依次列为农夫、工匠、商人、佣工……，就其中从事生产和经济活动者而言，农居首，工商居次。他还认为从事农业是致富的正当手段。古罗马的农学家在论述农业的重要性时，一方面强调农业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农业是一门需要精心研究的学问，提出了对农业管理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因此，加图、瓦罗、科路美拉等思想家都有关于农业的专论问世。

把农业看成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这说明当时中西方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上是同步的，因而，古代中西方的思想家都提出了重农的主张，反映在经济管理思想上，也必然是重农的。

2．农业管理上的不同特点

（1）农业政策和具体农业经济思想的区别。周代思想家都是站在国家的角度上探讨农业生产与管理的，因此，都提出了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用什么 手段来保证农业的发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子、荀子和商鞅。孟轲为统治者提出了一个系统的也是很有特色的管理小农经济的方案，即要统治者实行“仁政”、要“制民之产”，使耕者有其田。荀况的农业思想主要是围绕着富国宏观目标展开的，提出了“省工贾，重农夫”（《荀子·富国》）则国富的原则。商軮的农业思想是围绕着农战政策展开的，他提出了优先发展农业，优惠事农者的政策，同时强调对农业以外的其它部门进行严格的管理，特别是要通过实行抑工商禁末的政策，来促进农业的发展。

古罗马的思想家很少从国家的角度谈农业，而主要以农庄为研究范围，他们着重探讨农庄的管理方法，形成了较具体的微观管理思想。色诺芬在《经济论》中把经济学概括为家政管理学，而当时对家庭的管理就是对农庄的管理。同样，古罗马的农学家从技术的角度，具体论证了对农庄的管理。正是由于管理范围和对象的不同，从而导致了古罗马具体的农业经营思想和我国古代的农业政策具有明显的区别。

（2）富家和富国的区别。从古罗马思想家对经济管理所下的定义看，明确地反映出他们的管理思想，完全抛开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内容，而是以增加庄园奴隶主财富为目标，没有考虑如何为国家统治者提供政策上参考的依据，把富国放在富家之外。而周代思想家探讨问题的出发点，大多要达到治国的目的，因此，他们的管理目标必然是富国。例如，孔子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论语·颜渊》），荀况的开源节流和商鞅的富国强兵，都体现了他们以富国为经济管理的目标。这一管理目标与古代经济的含义正相符合。在古代中国，经济的含义是指经邦治国，经邦治世，治国平天下，这与古罗马的家政管理完全不同，因此，二者就必然要产生不同的理论：富国论与富家论。

（二）运用经济伦理手段管理经济的思想

古代的伦理思想与经济管理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我国古代思想家在讨论治国问题时，都提出了义利思想，且有其特定的含义，它代表了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与具体的经济利益相结合，就表现为义利关系。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则提出了正义、公平的原则。正义的含义，即在一定范围内做适合于自己的事，不许互相干扰，强调维护奴隶制的等级秩序。义利思想和正义思想作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所需遵循的行为规范，起到了对经济活动进行制约和判断的作用，因此，可称之为经济伦理思想。

古代的经济伦理思想有哪些调节和判断作用呢？

1．经济伦理思想对社会各部门的调节作用

农业在古代社会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为了保持农业劳动力的稳定，春秋战国时的思想家主要通过伦理思想，把人们的品德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联系起来，在社会上造成尊农鄙工商的社会心理，使人们不仅根据经济利益选择职业，而且还要考虑其它社会因素。同时，重农抑工商政策的执行，一方面要靠国家的经济政策（如征收商业关税、提高粮价等措施），一方面也要靠经济伦理思想所造成的社会心理来维系。古希腊、罗马思想家也是轻视工商业的，亚理斯多德把致富分为两部分，他认为，一部分是自然的，是从事农牧业的人，而另一部分是违反自然和正义的，即从事工商业致富的人。由此可见，古代中西方思想家大体都是重农轻工商的，他们希望通过伦理思想把工商业者的行为和人们的道德品质联系在一起，表明了重农轻工商思想在农业社会存在的必然性。

2．经济伦理思想对贫富的调节

贫富差别是阶级社会最难以协调和解决的问题，也是上至统治者下至贫民最敏感的问题，如果贫富过于悬殊，这个社会就迟早要出现动乱。因此，我国古代思想家提出在分配上要做到“贫富有度”（《管子·五辅》），既要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体现多层次的分配原则，同时又提倡用伦理规范缓和贫富在分配上的矛盾。孔子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强调用个人品德上的完善来代替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这样就可以缓和在物质短缺条件下财富分配不均的矛盾，体现了古代思想家和谐的社会观。

同样，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家也强调在财富分配上的合理性，认为财富的分配应有一个恰当的比例。他们提出要靠伦理道德的作用，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上。柏拉图认为，人生最高的目的、最大的幸福是对善的理念的追求，而不是财富。可见，周代和古罗马的思想家都注意运用伦理思想参与经济活动的管理，以便更好地协调物资短缺和人们的需要之间以及财富分配中存在的矛盾，以求达到社会的安定。

3．国家本位为中心与个人本位为中心的经济伦理思想

周代思想家由于形成了以国家本位为中心的思考问题的模式，因此，在伦理思想上也有所体现。他们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用来调节国家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他们既强调用义调节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纵向关系，也提倡用伦理思想调节各阶级内部成员的横向关系，因此，他们的经济伦理思想具有广泛的含义，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古希腊、罗马的经济伦理思想则从个人本位出发，与个人的发展存在紧密相连，他们的伦理思想主要把道德理解为个性完善的方式，强调个人的品德修养。由于他们的注意力过于集中在研究家庭经济学上，所以他们的伦理思想相对地说也比较狭隘，往往忽略了对全社会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调节，而是把重点放在个人身上，形成了从个人本位出发的经济伦理观。

（三）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的思想

阶级社会的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代表，同经济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成为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

1．法律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管理经济的依据

儒家学派虽然以宣传礼仪，重视教化为宗旨，但仍不轻视法的作用。孔子认为“名不正则……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当然对法律的功能论述得最深刻的是法家。但必须说明的是法家是政治家而不是法律家，因此，他们的重点不在于对法律问题的学术探讨，而是认证治理国家、管理经济与法律的关系。商鞅认为“民本，法也”（《商君书·定分》），为了富国强兵，他主张充分利用法律的作用，在全国强制性实行农战政策，即做到“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商君书·画策》），使百姓没有其它选择的余地。韓非也论证了作为一个英明的管理者必须实行法治的重要性，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以法为中心的法制思想。他认为经济管理必须要有法律做后盾。古希腊、罗马思想家也同样认识到了法制的重要性。亚理斯多德认为：“为政最重要的一个规律是：一切政体都应订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经济体系，使执政者和属官不能假借公职，营求私利，在寡头政体方面，对于贪污问题更加应该注意”（亚理斯多德：《政治学》）。无论是周代还是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家，都认识到了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经济活动正常运转的必要手段，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管理经济的依据。在他们看来，治国者必依法，依法者必胜，依法而治则国富民强，城邦的正义也能得到实现。

2．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的不同特点

（1）我国古代思想家突出赏罚的作用。思想家们在谈论法律问题时，非常强调赏罚对人们行为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对经济行为的调节作用。荀况认为，国君制定的法律应该“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于是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于是也，故其罚威”（《荀子·富国》）。商鞅的农战政策之所以能够推行，就在于他巧妙地运用了赏罚手段，使国家以法令形式奖励农战，对其它末业游民则用征收重税加以限制，做到了“利出一空”（《商君书·靳令》）。可见，古代思想家都认识到了世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的，因此，实行严格的赏罚政策，乃是最有效的管理手段。作为管理者利用赏罚手段，可以按照管理的目标做到令行禁止，因此管理者一定要坚持法律的严肃性，有功者倍赏，有过者必罸，以便充分调动臣民的积极性，使大家各在其位，各尽其职，使管理者取得最佳的管理效果，以加速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2）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强调法律对农工商的管理。柏拉图认为：“首先，要有一个‘农业法典’……最重要的是特别注意永远不要侵占他人土地”（沈淑平译：《柏拉图对话集》）。这说明，他认识到了对农业的管理，首先是运用法律形式确立土地所有制；而对公民职业的划分，则要求人们只能专营一个行业。对于商业活动，柏拉图主张保护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他说：“我们的商业需要有适当的规定……在可能的范围内，如果未得到我的完全同意，任何人不能抚摸我的货物，也不能稍许移动它们”（沈淑平译：《柏拉图对话集》）。这就是说，应以法律形式充分肯定商品所有者对商品的所有权，保护商品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以便为商品交换的正常进行提供良好的秩序。他非常重视法律手段对市场的管理和调节作用，强调运用法律条令稳定市场秩序，保证公平交易的实现，而不是通过国家直接干预市场的方式进行。这方面与我国古代有明显的区别。古罗马的法律在经济管理应用方面有其显著特点，如《十二铜表法》明确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市场交易、货币铸造、财产登记或政治活动，都应该受法律的监督和保护。这说明古罗马的法律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挥了效力。

从以上分析和比较中不难看出，古代中西经济管理思想有其相同之处，也具有不同的特点。产生这些异同的原因是较为复杂的，它不仅仅涉及经济问题，而且与当时的哲学、伦理、政治思想有密切的联系。当然其实质还在于中西两种文明形成的原因上。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不过，它已超出经济管理思想研究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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